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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與西江流域的歷史文化聯繫

*章文欽，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

澳門是明清時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樞杻，並與祖國內地保持着血肉相連的歷史文化聯繫。澳門與

祖國內地的歷史文化聯繫，以珠江流域的廣府文化最為密切，其次即以肇慶為中心的西江文化。本

文通過對利瑪竇於萬曆十一年至十七年（1583-1589）及二十年（1592）在肇慶的傳教活動的剖析，

進一步瞭解澳門在明清時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探討澳門與西江流域密切的歷史文化聯繫

以及肇慶作為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第一站的特殊地位。

利瑪竇等在肇慶傳教活動剖析

澳門在明中葉為廣州沿海一個對外貿易的港

口，自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六年（1553-1557）成為

葡萄牙人在華的居留地，也成為明清時代中西文化

交流的樞紐，並與祖國內地保持着血肉相連的歷史

文化聯繫。就地域而言，澳門與祖國內地的歷史文

化聯繫，以珠江流域的廣府文化最為密切，其次即

以肇慶為中心的西江文化。

肇慶在明代已與廣州、潮州同為粵東富庶之

區。從明代嘉靖末年到清代乾隆初年，作為兩廣

總督駐紮地，是兩廣的政治中心。明萬曆初年，

利瑪竇等耶穌會士自澳門進入內地傳教，在肇慶

創建了僊花寺，使西江流域成為明清之際中西文

化交流的第一站。清乾隆九年（1744），經署兩廣

總督策楞等奏准，以肇慶府同知改設香山前山寨

海防軍民同知，簡稱澳門同知，形成以澳門同知

為實際負責的最高官員，與香山知縣、香山縣丞

共同管理澳門的政治體制，皆與當時肇慶作為兩

廣政治中心的地位有密切關係。而早在康熙中

葉，肇慶七星巖的白錦石，已經聞名西洋。曾兩

度遊粵的浙江名士吳震方稱：“白錦石出七星

巖，有山水草木雲氣物象，土人琢為屏風，為牀

榻，為香几，為插屏。康熙甲子年，西洋國王造

宮殿，行咨粵中，遣人鑿取，以為階戺。因此山

關繫肇慶龍脈，不允其請。”（1）西洋國又稱大西

洋國，即居澳葡人的祖國葡萄牙。康熙甲子即康

熙二十三年（1684），在此以前，西洋國王已兩度

遣使入貢，由明末屢次求貢被拒變成新朝的朝貢

國，以廣州為貢道，被清政府視為海外藩臣。這

一年清政府開放海禁，西洋國王欲採取七星巖的

白錦石，運往葡京里斯本營建宮殿，為注重風水

形勝的肇慶人和廣東當局所拒未果，卻由此可知

七星巖的名氣，連數萬里之外的西洋國王亦耳熟

能詳。

澳門內港濠江承流西江水，與西江流域的歷

史聯繫，包括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呈現着

豐富多彩的景象，肇慶方面的學者劉偉鏗先生所

述甚詳（2），本文着重於宗教文化方面。人類歷史

上，宗教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又與文化的其它部

分產生密不可分的聯繫。宗教文化作為一條紐

帶，將澳門與祖國內地聯繫起來。這種聯繫以人

為主體，通過人的活動而得以實現。本文通過對

利瑪竇在廣東肇慶傳教活動的剖析加以探討；至

於對南宗禪和龍母信仰的剖析，筆者則擬另行撰

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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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瑪竇在肇慶的傳教活動及其方法

明清之際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時代，西

學東漸與東學西漸交相輝映。這一時代中西文化交

流的主要載體，是以利瑪竇（Matteo Ricci）為代表

的天主教耶穌會士。研究中西交通史的著名學者方

豪教授稱：“利瑪竇實為明季溝通中西文化之第一

人。自利氏入華，迄於乾嘉厲行禁教之時為止，中

西文化之交流蔚為巨觀。西洋近代天文、曆法、數

學、物理、醫學、哲學、地理、水利諸學，建築、音

樂、繪畫等藝術，無不在此時期傳入；而歐洲人之開

始迻譯中國經籍，研究中國儒學及一般文化之體系與

演進，以及政治、生活、文學、教會各方面受中國之

影響，亦無不出現於此時。”（3）而以肇慶為中心的西

江流域可以說是這一時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站。

自明正德九年（1514）第一艘葡萄牙船到達中國

以後，隨着葡船來到中國東南沿海各港口的天主教

士，便開始向中國人傳教。然而，直到葡人入據澳

門初期，傳教士始終未能進入中國內地。因為當時

採用的傳教方法，是使入教的中國人葡萄牙化，說

葡國語言，取葡國名字，按葡人的一套生活。中國

是一個具有悠久文明的泱泱大國，這種與中華文化

完全隔膜的傳教士當然被拒之門外。

萬曆六年（1578），耶穌會東方傳教視察員范禮

安（Alessandro Valignano）到澳門後，感到將中國

教徒“葡萄牙化”的方法不利於傳教事業的發展，便

主張學習中國語言，瞭解中國風俗，使傳教事業

“中國化”。他在澳門專為中國教徒設立一會口及教

堂，使他們可以按照中國方式過日子。並從印度調來

三名意大利籍青年會士，即羅明堅（M i c h e l e

Ruggieri)、巴範濟（Francesco Pasio）和利瑪竇，讓他

們先在澳門專心學習中國語言文字，再進入內地傳教。

羅明堅到達澳門後，曾隨葡船至廣州。萬曆十年

（1582）5月，他作為澳門主教的代表前往肇慶，謁見

兩廣總督陳瑞。同年 12月，和巴範濟攜帶一座當時罕

見的大自鳴鐘和幾塊三稜鏡再抵肇慶，獻給陳瑞，被安

排在一處與天寧寺相通的寬敞寓所居住。次年2月，他

們向總督請求讓利瑪竇入居肇慶，獲得批准。但不久陳

瑞被削籍，他們祇好返回澳門。同年8月，就在他們

返抵香山城的幾天後，肇慶知府王泮突然派人到香山

縣，宣讀新任總督郭應聘關於同意他們到肇慶築室以居

的命令。9月10日，羅明堅和利瑪竇到達肇慶。在王

泮的幫助下，經郭應聘批准，在崇禧塔附近建起天主

教中國教團在中國內地的第一座教堂，也是耶穌會在

中國內地的第一座會院。王泮題匾稱為“僊花寺”；

另一塊題着“西來淨士”的匾額則被掛在客廳前。

巴範濟在返回澳門後，旋赴日本傳教，後來在

澳門去世。萬曆十三年（1585），為了支援羅明堅和

利瑪竇開創的事業，范禮安復從印度調來兩名葡籍

會士孟三德（Duarte de Sande）和麥安東（António

d'Almeida）。孟三德被任命為肇慶會院的負責人，

曾三度赴肇慶，但因官府嚴格限制教士人數，皆未

能久居，遂返澳門，後歿於其地。麥安東於萬曆十

三年隨羅明堅赴浙江傳教，後返肇慶，與利瑪竇共

事。萬曆十七年（1589），新任兩廣總督劉繼文驅逐

傳教士出肇慶，利瑪竇和麥安東於同年 8月 25日至

韶州，建立新的會院。羅明堅從浙江返抵肇慶後，

曾赴廣西和湖廣傳教，萬曆十六年（1588）被召回羅

馬，以籌備一個由教皇派出的來華使團末果，遂滯

留歐洲，後來在那不勒斯逝世。故從萬曆十一年至

十七年（1583-1589）耶穌會在肇慶建立會院的六年

間，始終其事的祇有利瑪竇一人。

當時從澳門赴肇慶當由水路，自澳門內港濠江

經前山航道西折，入西江出海口磨刀門，經香山城

抵達廣州，再從廣州經三水入西江到達肇慶。以

1582年（萬曆十年）12月羅明堅與巴範濟的行程為

例：“1582年12月18日星期三：羅明堅、巴範濟攜

同譯員門代、修士巴榮達撒及印度人公匝洛由澳門

起身。12月20日星期五：香山縣知事，供給彼等船

隻一具。12月23日星期一：到達廣州城，寓暹羅公

使下榻之處。12月15日星期三，耶誕節：⋯⋯早晨

8 時起程赴珠江，然後至三水，經過北江口而入西

江。江口狹窄，風景明秀。溯流而上，經過狹長之

山峽，走入一片廣闊低窪之大平原，與北面之崇山

峻嶺遙相對峙，這便是肇慶府的所在地。”（4）

明清之際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教事業，較唐代的

景教和元代的也里可溫獲得更大的發展，究其原

因，主要由於利瑪竇一派的耶穌會士，採取了以適

應中國的文化環境，調和中國的禮俗思想和傳播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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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科學知識相結合的傳教方法。這種實踐實以在肇

慶的傳教活動為始基。

要適應中國的文化環境，調和中國的禮俗思

想，首先必須刻苦學習中國文化，對中國文化有深

入的瞭解。為此，利瑪竇和羅明堅等在進入肇慶之

初，除了往來應酬之外，大部分時間都用在研習中

國語言文字和風俗習慣上。他們以高薪聘請一位中

國學者當老師，書庫中收藏有豐富的中國古籍，在

中國老師和譯員的幫助下，大量閱讀中國古籍，收

益極大。（5）從這時起，利瑪竇以極大的精力，用在

中國學術的研究上，直到去世。（6）利氏後來被尊為

西方漢學的鼻祖，絕非過譽。

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文化為主體，以佛道兩教

為補充。利瑪竇等在肇慶時對此已有所認識：對於

儒學，“眾司鐸兼及孔子學說的研究，因為它在民

間的勢力十分深厚，對修身一方面則注重五常（仁

義禮智信）；對社會一方面注重五倫（君臣、父子、

兄弟、夫婦、朋友），為人為己，都有應有的道德

範圍，與絕對的利己主義不同。”而論及“天主”與

“天”的涵義，西士儘管已瞭解中國人既尊“天”為

無上的主宰，又差不多完全不知道天主的存在，在

講到孔子的意見時，“他們知道這位聖賢是學界的

泰斗，舉足輕重，所以未便堅確指明他是屬於任何

一派，祇說大家用‘天’表示特質的天，也許他是有

心用‘天’表示主宰天地萬物的神。”（7）利瑪竇後來

強調“合儒”，以“天主”附會儒家經典中的“上帝”

的做法，可以從這裡尋求淵源。

至於佛教，利氏等“參加深入民間（的）誤謬佛

教學說的辨駁工作，例如：脫生，輪廻，地獄有盡

期，禽獸可成神，真言宗⋯⋯”。而在由利瑪竇協助

羅明堅寫成的初刊於 1584年（萬曆十二年）的《天主

實錄》一書中，便有“功擊佛教的錯誤的文字”。（8）

利瑪竇後來嚴闢佛老的做法，亦可以從這裡尋其淵源。

這時的利瑪竇，已經注意到中西文化的差別，

欲以天主之道匡正中國文化的缺失。他常向儒士

說：“世界上有三種犯罪的因由：一是自主；二是

享樂；三是貪財。天主教為令人逃避這三種危險，

便勸人說隸屬於一個長上之下，滅絕肉慾，不具私

產。個人願欲服從這三條束縛與否，都有完全的自

由，但是在決定出家之後，而又還俗，便有重罪。”（9）

耶穌會士在入會時須發“三絕”誓願，即神貧願，不

具私財，又稱絕財；貞潔願，不結婚，又稱絕色；

聽命願，服從長上，又稱絕意。故利氏的這類說

法，既屬夫子自道，又為“補儒”權輿。

按照明政府的規定，祇有三種外國人可以進入

中國內地，一是前來朝貢的使節；二是隨貢使而來

的商人；三是仰慕中國文化政治而來的“向化人”，

可以獲得居留權。無論是澳門的葡萄牙人，還是進

入內地的西洋教士，都是在第三種情況下得以居留

中國的。故在 1583年 1月，羅明堅和麥安東向兩廣

總督陳瑞的秘書表示，“要一間小屋為學習中國言

言文字，藉以表示愛慕中國之情。”秘書回答說：

“除非你和你的僕役，都換上中國衣服，變成中國皇

帝的子民。”羅、麥遂呈上請求書稱，因“仰慕天

朝，必欲親臨其地，與此最良好之民族共同生活而

後快，⋯⋯俯祈殿下允許，臣等在此地存身，與中

華民眾相處，生死以之。”並附有兩個條件：“一、

完全與本國脫離關係，自己情願列入中國子民之

數；二、承認改着僧服。”謁見中國官員，如兩廣

總督和肇慶知府，也行中國式的跪叩禮。（10）同年 2

月，他們已是禿頭，剃鬚，身穿道袍，完全改變了

原來的式樣，而被稱為“西僧”。後來更由於其學識

和人品，被中國士大夫以高僧之禮相待。（11）而在中

國百姓看來，“神父和中國寺廟裡的和尚所行的某

種職能有類似之處，使得百姓們用同一名字來稱呼

這兩種根本不同的東西。”“以致在廣東省神父們沒

能擺脫這討厭的和尚稱號。”（12）

然而，這些西洋教士無論在肇慶天寧寺，還是

在韶州南華寺，都不向佛像行禮，可謂有其名而無

其實。隨着對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文化瞭解的逐漸

深入，這些西洋教士又變成“僧”名而“儒”實。萬

曆十六年（1588），利瑪竇在肇慶學界友人的幫助

下，用中文寫成羅馬教皇致萬曆皇帝的敕書，將教

皇稱為“太僧天主教門都僧皇”，將前來傳教的西士

稱為“篤實博雅儒僧”，並稱贊擬充教廷使節的西士

“德行頗優，儒文宏博”（13）。“儒僧”之名，可視為

從“西僧”到“西儒”的過渡形態。

在與中國士大夫往還的過程中，利瑪竇和羅明

堅又發現，中國有身份的人有本名，有字號，一個

人有幾個名字。本名祇用於長輩稱呼，或本人自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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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簽名的場合，同輩或晚輩祇能稱其字號，否則就

會傷害被稱呼的人。因此從萬曆十三年（1585）羅

明堅和麥安東自肇慶赴浙江傳教時起，開始使用中

國名字。如羅明堅字復初，麥安東字立修；利瑪竇

字西泰，號清泰、西江、大西域山人。“西江”之

號，見於方以智《通雅》。（14）西江之畔，崇禧塔

下，正是僊花寺之所在。這種廢棄西名，採用中國

式名字的舉動，在中國士大夫或視為理所當然，欣

然接受，在西人則或視為異端行為，以致物議

起，連主張入華西士“在中國成為中國人”的范禮

安，也曾下令要他們恢復西洋名稱。但這道禁令未

能持久，從那時起，進入中國的傳教士沒有一個不

採用中國式名字的。（15）連范禮安（字立山）本人的

名字也是地道的中國式。

在肇慶的西士用中國語言與士大夫往還，並向

人傳教。他們用中文編寫教理書，包括《信經》、

《天主經》、《聖母經》、《天主十誡》、《要理問

答》和《天主實錄》等，加以刊行，分發給士大夫和

望教、奉教民眾，收到極好的宣傳效果。（16）特別

是羅明堅的《天主實錄》，被稱為 16世紀研究天主

教的第一部中文作品，曾產生廣泛的影響。但由於

書中所稱的西僧，未能與佛教的俗僧區分開來，加

上利瑪竇稍後撰成的《天主實義》流傳極廣，那部作

品遂堙沒無聞。（17）

在肇慶的耶穌會會院，利瑪竇等本來設計為兩

層樓的西式建築，但他們的上級、澳門耶穌會會院

兼神學院的院長加布拉列（Cobrale）認為：“為慎

重起見，還是放棄原兩層設計方案，因為考慮到它

會引起當地人的懷疑，他們會以為我們建堡壘。”（18）

結果改為一廳兩廂的五間中國式平房，中間的大廳作

小禮拜堂，兩廂各兩間小屋作寢室、會客室和圖書

室。（19）利瑪竇在肇慶繪製〈山海輿地全圖〉時，為

了減輕中國士大夫對於新式世界地圖的嫉視心，因為

“中國學者不能忍受他們的國家被西洋繪圖家拋在世界

東部的一個角落上，⋯⋯不得已把地圖上的第一條子

午線的投影的位置轉移，把中國放在正中。”（20）

綜上所述，可知利瑪竇在進入中國內地的傳教

之始，適應中國文化環境的努力可謂達到極致，並

為以後調和中國禮俗思想，對中國敬天、祀孔和祭

祖的禮儀採取容忍態度的做法奠定了基礎。

至於傳播西方科學知識方面，利瑪竇等以西方

科學技術、方物奇器引起中國人的好奇心，促進他

們對天主教的興趣。早在羅明堅進入肇慶之初，便

帶來了鐘錶和三稜鏡。其後這類物品成為送給達官

貴人的禮品，也成為士大夫賞心悅目的海外方物。

例如在羅明堅前往浙江、廣西傳教期間，耶穌會總

會長阿夸維瓦（Claudio Acquaviva）送來四件精美

的鐘錶，其中三件可用帶子佩在胸前；一件較大的

座鐘沒有鐘擺，卻能準確報時，而且每一刻鐘和半

點鐘擊響三下，以致這件座鐘“成為整中國議論和

羨慕的物件”（21）。威尼斯出品的三稜鏡被稱為“無

價的寶石”，“其實這怎麼令人懂得，一縷白色的日

光穿過一塊白色的玻璃後，就變成五光十色鮮豔奪

目的光帶？於是幾個聽過道教神奇傳說的儒士便彼

此談論道，這些西僧是不是有點行邪法呀！”（22）

利瑪竇既是人文研究者和歷史學家，又是數學

家、天文學家、地理學家和工程學家。他來到肇慶

以後，起初被用來消遣的各種新奇物品，逐漸成為

崇禧塔今貌（塔旁即僊花寺遺址）



57 文 化 雜 誌 2005

澳
門
與
西
江
流
域
的
歷
史
文
化
聯
繫
　
　
利
瑪
竇
等
在
肇
慶
傳
教
活
動
剖
析

文

化

開啟士大夫心智建立傳教基礎的工具。研究利瑪竇

的專家林金水教授將利氏這方面的活動概括為三件

事，第一，開放肇慶教會圖書室，陳列西方書籍，

任人參觀，這個圖書室被稱為“中國最早的西方圖

書舘”。第二，利用刻印〈世界地圖〉宣傳基督教。

利氏在王泮刻印他繪製的〈山海輿地全圖〉時加注

釋，乘機介紹天主教信仰和西方風俗，使天主教之

名很快廣泛流傳。第三，展覽各種天文儀器，吸引

人們參觀。利氏在肇慶製作了第一批天文儀器，包

括天球儀、地球儀、日晷等，並向士大夫講解基督

教推算日曆的方法。（23）他曾“清楚地觀察過兩次月

蝕，一次在澳門，很仔細地觀察，而另一次在肇

慶，它在澳門北方。”（24）

利瑪竇等在肇慶與中國士大夫已有廣泛的交

遊，肇慶會院的房子經常賓客滿座，西江邊停泊着

豪華的官船，會院門前停滿了轎子，來訪的士大夫

絡繹不絕。他們一同談論着中國文化、天學之道和

西方科學，已陞任嶺西道的王泮“派人在附近買來

各種精製的點心，為款待這些客人，就在這裡開起

茶話會來。談話的時間，連續着經過四五小時方

止。大家⋯⋯欣賞近在咫尺的西江，一望無際的平

原，風景清秀，心曠神怡。”（25）天主教和利瑪竇之

名隨着南來北往的中國士大夫的足跡傳向各省和京

師，對日後天主教的傳播，起了先聲奪人的作用。

西洋教士在中國內地授洗的第一位天主教徒來

自中國的下層百姓，他是一名身患絕癥、被家人拋

棄、生命垂危、孤苦無依的病人，傳教士把他帶回

會院，在會院旁為他搭蓋一間乾淨的小茅房，在那

裡照看他，向他傳授天主教教理，使他成為第一位

接受洗禮的中國人，並在受洗的幾天後去世。（26）這

是耶穌會士在中國內地傳教事業的開端，這種帶有

人文主義色彩的終極關懷，贏得中國人的好感。

萬曆十二年（1584），傳教士又勸化了兩位入教

者，其中一名是來自福建的秀才，被西士請來作中

文教師，教名保祿；另一名是肇慶本地的青年，他

在西士被驅逐時保存了祭壇，在他們返回時又款待

他們，教名約翰。他們由訪問肇慶的澳門會院兼神

學院院長、中國教團監督加布拉列施洗。（27）

次年，教徒發展到二十名。其中有一位六十多

歲的教徒，教名尼各老，尤為虔誠。他在領洗後仍

在今時肇慶崇禧塔上觀看西江落日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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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刻苦學習教理。他的家在西江對岸，禮拜日來望

彌撒，要走十幾里路。一天老人邀請教士到他家

裡，當時教士正在船上，“他因找不着我們而頹

喪，忽然驟雨來襲，他便跑到江邊，遠遠看見我

們，便雙膝跪地感謝天主，連連叩首至地，又強請

我們到他家去。到後，發現他家有許多祭臺。”“他

已使他的兒子和媳婦、兩位孫子和一個女婿信天主

教，差不多全家都是教友。”（28）

肇慶的天主教徒人數逐年增多，“在 1584 年

中，天主教信友，祇有三個。 1585年，有十九或是

二十個；1586 年，有四十個；1589人手，有八十

個。”（29）而祇有四十名教徒的時候，范禮安說過：

“這些自動入教的教友，較比別的國內的兩萬教友或

日本的四萬教有，有同等的價值。”（30）傳教士彷彿

在領略耶穌基督的啟示，一顆微不足道的芥子，可

以長成參天大樹。

利瑪竇被逐出肇慶及其原因

作為耶穌會東方傳教事業的負責人，范禮安對

肇慶會院的支持是不遺餘力的。他於萬曆十三年

（1585）撤銷澳門會院兼神學院對中國教團的管轄

權，使之祇受他本人和日本教區長領導。他通過葡

屬印度總督獲得以葡王腓力二世（Philip II）的名義

頒發的年金，從馬六甲的關稅中支付，藉以支援中

國教團。（31）當時葡萄牙擁有東方傳教的保護權，對

中國教團的支援亦不遺餘力。

肇慶會院的津貼，由澳門會院兼神學院發給，

西江上“經常滿佈成隊的船隻，很便於我們半年一

度的廣州之行。我們必需一年兩次到那裡去領取澳

門神學院發給教團的財政津貼。進行這種旅行是在

葡萄牙商人獲允運貨趕集的時候，同時，他們便從

遙遠的歐洲各地攜來了郵件和禮物。有時儻若我們

因故奉召到神學院去，我們也可以輕易地從同一條

河前往。”（32）

然而，由馬六甲關稅支付的傳教補助基金並不

穩定，澳門會院兼神學院發給的財政津貼也為數有

限，而肇慶會院用度浩繁。如萬曆十二年（1584），

會院的建築費共白銀 250両，維持四位教士的生活

費最低為200両，故這一年最少應找到400両。澳門

葡商的捐助，便成為教團經費的一個重要來源。在

此前一年，居澳葡人的海上貿易損失慘重，以致囊

空如洗，幸虧富商維雷加斯（G a s p a r  V i e g a s  o

Villegas）盡力幫助，纔勉強湊齊所需要的開辦費。

這一年春天，羅明堅返回澳門時，市面仍然一片蕭

條，但到4月間，“日本的商船隊，畢竟風起雲湧地

來到澳門，一般困在經濟不景氣中的葡商，這時全

都立刻大獲其利，新生的傳教事業，因此也得到豐

富的救濟，羅明堅便攜帶鉅款來到肇慶。”（33）

居澳葡商給中國教團的幫助，常常得到教團的

回報。“肇慶的教團對澳門也是一大幫助。從澳門

前來跟總督商談的葡萄牙人，在進行業務交易時常

常得到神父的支持。我們不止一次地救助沉船的歐

洲人，他們在廣東海面難測的沙灘上遇難，被解押

到總督的官府去。教團也處於有利地位，救援從澳

門逃亡的奴隸。⋯⋯僕人回到他們能進行宗教禮拜

的地方，葡萄牙家庭則重新得到僕人。”（34）

由於與居澳葡人的密切關係，對傳教士造成的

不良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葡商“對於營利的慾望

過於濃厚：中國在他們眼中，就是一處金銀寶庫，

祇要西江開放，他們便心滿意足，無憂無慮。”而

當羅明堅到達肇慶之初，當地的官員士紳便用譏笑

的口 談論道：“這些外人所用的法門，和在澳門是

一樣，他們先來一個，慢慢地添幾個，以後就來很

多！”（35）把他們看成是為葡人拓展居留地的先鋒，

就不能不存有戒心。

葡萄牙殖民者自 16世紀初到達中國東南沿海以

後，以種種海盜行徑在中國人心目中留下惡劣的印

1998年立的僊花寺遺址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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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被稱為“番鬼”或“佛郎機”。入據澳門以後，

部分葡人仍然從事海盜商人的勾當，在廣東沿海蹂

躪田園，劫掠財產，拐賣人口，以致聲名狼藉。肇

慶的百姓見傳教士不斷往來澳門，又與官吏交往密

切而極為反感，也把利瑪竇和羅明堅稱為“番鬼”，

他們從崇禧塔上向教團的房子扔石頭。教團的傭人

抓到一個扔石頭的孩子，想把他送到官府。又有人

編造說教士要把孩子偷運到澳門，賣做“豬仔”。由

此演成“崇禧塔事件”。（36）後來雖經知府王泮查明

真相，懲辦了肇事者，肇慶百姓對傳教士的不滿情

緒並未平息。

鑒於“佛郎機”給傳教事業帶來的負面影響，傳

教士到肇慶不久便討論這樣一個棘手的問題：他們

從歐洲來是領葡王的津貼，乘坐葡國的商船，到葡

人在中國的居留地澳門暫住，由葡商引導到廣州，

又從廣州進入肇慶；但他們愈研究中國人的心理，

愈迫切地提出應否仍舊和佛郎機維持密切的關係？

討論的結果是，為了中國的傳教事業，應當“極力

與佛郎機脫離干係。在澳門僑居的葡商，曾蒙受不

良的名譽，被人視為盜匪，所以⋯⋯不要和葡萄牙

人有一點關係。但是為居間調停商業的事件，或將

私逃的奴隸送歸原主等事，可以作為例外”（37）。然

而，耶穌會中國教團這時祇有肇慶一所會院，肇慶

會院同澳門耶穌會會院兼神學院有密切關係甚至隸

屬關係，在經濟上又不能脫離葡商的支持而獨立，

澳門是傳教士進入內地的必經之地，是他們傳教津

貼的發放地，也是他們與歐洲和印度聯絡的中轉

站，因此即使在傳教事業迅速發展全國各地的會院

紛紛建立之後，傳教士也不能和“佛郎機”完全脫離

干係。這就是他們處身尷尬的局面。

中國的文化傳統注重“夷夏之防”，肇慶的傳教

士與居澳葡商存在着千絲萬縷的關係，便引起廣東

民間的強烈不滿。萬曆十六年（1588），就在傳教士

籌劃請求教皇遣使中國，利瑪竇用中文撰寫了一道

教皇致萬曆帝敕書之際，廣東巡按御史蔡夢說收到

一份廣州父老對傳教士的控告書。其大略謂，建造

崇禧塔的費用約五、六千金幣，是由澳門葡人支付

的，教團也是葡人支持的，目的是要給中國製造一

場大災難。在這些事情之中，最要注意的是一些住

在肇慶城內的外國人。若容許外人在內地居住，深

恐釀成有害於國的重大事變。前車之鑒，足以令吾

人弄清災禍之由來。即以香山縣屬之澳門而論，大

批不同國籍之外人 集其間，欲借遣使入貢之舉，進

入內地；藉口與中國通商，居留廣州。雖然無人允

許，而仍居留澳門，不肯離去。本省之內，人人無

不為此事自危。而彼等竟日日肆其狡詐，並在肇慶

城內集資建造高塔，更令人心寒膽慄。彼等往來不

斷，無非為領入同樣狡詐之外人。同人等深恐此種

外人進入內地，暗查我國種種機秘，以後遂聯絡別

種仇視我國之外人，大張撻伐，我國之民族將被驅

散。其末稱：正所謂“良田之內，佈散荊棘；居室

之內，引入龍蛇。澳門的情形，宛如手足之疾，尚

可容緩時日；今日之肇慶，則屬心腹之疾，補救醫

治，總以愈速愈妙。因此敬懇鈞座與肇慶當局商

議，將彼等驅逐出境，送往澳門。至於澳門之事可

從長計議一種妥當辦法，此種德政無異拯救全省人

民於水火之中，感恩戴德，永無寧息。”（38）這種指

控，與萬曆三十四年（1606）廣東一名文人撰文攻擊

耶穌會士郭居靜（Lazarus Cattaneo）往來北京、南

京和澳門之間刺探情報、糾集徒眾、密謀征服中國

的案件頗有類似之處。（39）蔡夢說將此案轉給嶺西道

王泮審理，雖以傳教士滿意的結果而結案，然而傳

教士在次年被新任總督劉繼文驅逐出肇慶，廣東民

間和肇慶百姓的不滿情緒應為主要的動因。

劉繼文於萬曆十六年（1588）七月由廣西巡撫

陞任兩廣總督，他之所以決定要用肇慶會院的原

址為自己建生祠，利瑪竇認為這是他在百姓的挑

唆下給傳教士製造麻煩。他從梧州寄給王泮的一

封信中聲稱，“一些時間以來，他已知道澳門的

幾個外國教士住在城裡，他們把打聽到的有關中

國的一切事情都通報葡萄牙人。⋯⋯經過合法調

查後，他確實掌握了這一切情況，並通知嶺西

道，要他或者盡快地把他們遣返澳門到他們的同

胞那裡去，或者讓地方官把他們監禁在韶州城

內，他們可以住在那裡的南華寺中。”（40）南華寺

是禪宗六祖惠能弘法之處、禪宗南宗的祖庭，在

這位兩廣總督看來，以這座佛教名剎安頓來自

“天竺”的西僧，是再合適不過的了。

利瑪竇在離開肇慶時曾去謁見這位兩廣總督，

“請求允許到廣西省或江西省去，但這一點卻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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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這一年7月，石方西抵韶州不久，一群對教

士不滿的當地人深夜持械襲擊會院，利瑪竇和石方

西等人受傷。利瑪竇向官府告狀，韶州官員很快逮

捕肇事者進行審判，結果判處首犯死刑，從犯服苦

役。由於肇事者上訴，此案轉到提刑按察使司，利

瑪竇和石方西也被傳到肇慶，由廣東按察使賈應璧

復審此案。經利瑪竇等請求寬宥，肇事者每人打二

十大板後釋放了事。（45）

重返肇慶期間，利瑪竇乘機看望昔日的教

友，“他們得到精神的指導和教益，⋯⋯這些信

徒有很多曾到韶州去看神父，另一些曾去澳門並

增強了他們新的信仰；⋯⋯新基督徒的幾個孩子

在這次訪門中受了洗。”（46）利瑪竇還接到澳門的

來信，得知范禮安已從日本返回澳門，他“聽說

韶州所發生的事，就致函利瑪竇說，他想和他商

談幾椿有關教團的事。他還想要澳門的醫師檢查

一下利瑪竇挫傷了的而今尚未痊癒的腳踝，免得

他有永遠成瘸子的可能。於是，利瑪竇就把他的

同伴送回韶州，而自己乘船從肇慶出發，採取最

短的路徑去澳門。”（47）

利瑪竇這次肇慶之行，值得大書一筆的是東西

方兩位文化名人，他與湯顯祖在這裡相遇。湯顯祖

字義仍，號海若，是中國文學史上屈指可數的大劇

作家，也是一位著名的詩人和學者。他於萬曆十九

年（1591）夏在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任上，上疏抨擊

朝政，觸怒萬曆皇帝，被貶為廣東徐聞縣典史。同

年十月至十一月，在赴徐聞途中，他遊歷了羅浮

山、廣州和澳門。

澳門之行給湯顯祖留下了奇特的印象，並反映

到他的作品中。在他留下的關於澳門的四首詩中。

〈香山驗香所采香口號〉對萬曆皇帝嗜食鴉片，派人

至澳門採買表示極為委婉的諷諭。〈香嶴逢賈胡〉

述在澳門遇到販運珍異珠寶的葡商的情形。〈聽香

山譯者〉二首，記述從香山譯者聽到的海外情形，

上首 述海舶在南海各國輾轉貿易，下首 述花面蠻

姬的美麗動人，說明在當時澳門已被中國人作為瞭

解外情的窗口。（48）他的劇作《牡丹亭》中〈謁遇〉

一齣參觀寶物的場面，也取材於澳門的見聞。

萬曆二十年（1592）湯顯祖又留下〈端州逢西域

兩生破佛立義，偶成二首〉，詩云：“畫屏天主絳紗

到，因為兩省都不在這位總督的轄區內。隨後他被

告訴說，廣東省內的任何城鎮都可以選擇，但總督

的駐地肇慶和省城廣州除外，這兩個城均不容許外

國人繼續住下去。”（41）廣州為省城重地，據葡萄牙

歷史學家科托（Couto）記載， 1542年（嘉靖二十一

年），廣州城門曾榜示着用大金字寫成的皇帝敕

令：“永不許鬍鬚大眼夷人進入國境！”（42）廣州直

到 19年紀中葉第二次鴉片戰爭前夕，仍然不准外國

人進城，官方與民間態度一致。肇慶作為兩廣政治

中心，其地位尤在廣州之上，對於這些被指控為勾

結葡人圖謀不軌的西洋教士，地方官吏是不敢擅自

作主允許其繼續居留的，除非經過皇帝的特許。這

應為利氏等被逐出肇慶的主要原因，劉繼文欲以僊

花寺原址改建生祠猶在其次。（43）

利氏等在離開肇慶之前，頗為感人的一幕是告

別教友。“最使神父們傷心的莫如被迫把他們費盡

心力挽救和培育的羊群丟給四周的狂暴狼群了。大

群的新入教者像孩子給父母送葬那樣哭哭啼啼地聚

集在神父身旁，這祇有增加他們離別的哀傷。⋯⋯

他們自己得不到安慰，但不露出悲哀，他們極力使

這些可憐的靈魂中充滿希望。⋯⋯他們許諾在和平

恢復後很快就會回來，再擔負起他們留下來的傳教

事業。同時，信徒要取一尊救世主基督的像放在一

個新入教的人家裡，他們將在那裡聚會進行聖日的

禮拜。為了幫助他們回憶這些日子，利瑪竇神父準

備了一張教堂節日表，與按月亮盈虧製訂的中國節

日相對照。”（44）這份教堂節日表應為教會聖曆或教

會禮單，又稱教會禮儀日曆，即按照天主教週年教

會節令所排定的年曆。它即按西曆排定教會的禮拜

節日，又使其與中國農曆的朔望和二十四節候相配

合，而用中文編成以方便教友，應為中國天主教史

上的第一張教會瞻禮單。

利瑪竇與湯顯祖的肇慶之會

1589年（萬曆十七年）8月 25日，利瑪竇和麥安

東到達韶州。麥安東到韶州後因得重病，回澳門休養。

病甫愈，即力請長上准其重赴韶州， 1591年（萬曆十

九年）10月卒於其地。次年（萬曆二十年， 1592），

范禮安派石方西（François de Petris）赴韶州代其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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籠，碧眼愁胡譯字通。正似瑞龍看甲錯，香膏原在

木心中。”“二子西來跡已奇，黃金作使更何疑？自

言天竺原無佛，說與蓮花教主知。”（49）

詩題的端州為肇慶的古稱。西域為漢以後對玉

門關以西地區的總稱，廣義的西域包括亞洲中西

部、印度半島、歐洲東部和非洲北部的廣大地區。

然此處的“西域”與第二首下聯“天竺”同義。羅明

堅在其所寫的中文教理書中稱：“僧生於天竺，耳

食中國文物昌明，治理得法，隨將生命托之孤舟，

任其飄流，航海三年，終達大明帝國。”而前引利

瑪竇用中文撰寫的教皇敕書則稱羅馬為“天竺國京

師”（50），可知這裡的西域和天竺皆指歐洲天主教國

家。“兩生”與第二首上聯的“二子”同義，指利瑪

竇和石方西。“子”為古代對男子的尊稱，“生”為

“先生”的省稱，皆為對西士的敬稱。破佛立義，謂

破釋氏之教，立天學之義。此與駐肇慶會院時嚴闢

佛教的風格一脈相承。“天竺”即指利瑪竇和石方西

的祖國意大利，而非中國人以往所指的印度。故稱

“天竺原無佛”。“蓮花教主”應指佛教高僧，“天

竺原無佛”正是他們前所未聞的新知。

而所謂“黃金作使”之說，徐光啟〈辨學章疏〉

稱：“諸陪臣所以動見猜疑者，止為盤費一節，

或疑燒煉金銀，或疑洋商接濟。皆非也！諸陪臣

既已出家，不營生產，自然取給於捐施。凡今衣

食，皆西國捐施之人，展轉托寄。”（51）當時的中

國人，見傳教士不事生產，飲食日用皆精好，屢

揮金接濟貧乏，以吸引人入教，而無匱窘之狀，

因疑其能燒煉金銀，以致藉與西士交遊冀學其

“爐火之術”者頗不乏人。利氏友人，常熟儒士瞿

太素即為其中之一。湯氏友人有因迷於燒煉破其

家者，他在詩中以利、石為西來奇士，對於其

“工爐火之術”似乎深信不疑。

1584 年利瑪竇在當時兩廣總督府所在地肇慶僊花寺手繪的〈山海輿地全圖〉



62

文

化

澳
門
與
西
江
流
域
的
歷
史
文
化
聯
繫
　
　
利
瑪
竇
等
在
肇
慶
傳
教
活
動
剖
析

文 化 雜 誌 2005

至於這兩首詩的第一首，上聯謂西士以精美的鏡

屏裝飾耶穌的畫像，能以華言與客人交談，詞不達意

處再借助筆談。關於利氏等在肇慶教堂供奉的天主畫

像，在僊花寺建成之初，“教堂內正對大門，是一座

祭臺，上面點綴着各種為舉行教中儀式應用的物品，

祭臺後面是一面影壁，壁上供奉着一張手抱嬰兒耶穌

的聖母像，大概這張聖像是由聖方濟各博而日亞會的

修士倣照羅馬聖母堂內著名的聖路嘉聖母像繪成。來

賓在一見之下，便極力贊許‘色調的調和，與筆致的

生動’，及至他們見到一張意趣極高貴的比桑廷式聖

母像，又以天主之母，用皇后的儀態，表現出來，最

為適宜。”（52）肇慶會院晚期，在整個基督教世界為傳

教士開闢中國傳教事業獲得成功的慶賀聲中，耶穌會

總會長送來的禮物，有一幅為羅馬著名藝術家繪製的

耶穌基督畫像；日本主教也給教堂送來一幅大幅的基

督畫像，這幅畫像出自尼古拉（Giovanni

Nichola）之手，他是第一位教導日本人和

中國人學習歐洲畫法的大師。（53）湯顯祖第

一首詩的筆調，與在此之前中國士大夫對

莊嚴肅穆高貴典雅的聖母像的贊歎和議論

可稱同調。上聯上句意謂裝飾精美的畫屏

籠罩着一層紅色的薄絹，耶穌基督的畫像

被供奉其中。而下聯“正似瑞龍看甲錯，

香膏原在木心中”二句，研究湯顯祖的專

家徐朔方教授指出，“龍腦香即膏香，一

名冰片。原產今加里曼丹及印度等地，古

代從海外輸入，專供帝王及富貴人家作香

料及藥用。詩以木質內含龍腦香譬喻畫屏

圍護中的天主像。設想新奇，而又帶有本

地風光。”（54）李時珍《本草綱目》龍腦香

條載：“釋名：片腦、羯婆羅香膏，名婆

律香。時珍曰：龍腦者，因其狀加貴重之

稱也。以白瑩如冰，及作梅花片者為良，

故俗呼為冰片腦，或云梅花腦。”“（集解）

頌曰：今惟南番舶賈客貨之，南海山中亦

有之。相傳云：其木高七八丈，大可六七

圍，如積年杉木狀，旁生枝，其葉正圓而

背白，結實如豆蔻，皮有甲錯，香即木中

脂也，膏即根下清液，謂之婆律膏。”（55）

《本草鋼目》成書於萬曆六年（1578），初

刊於二十四年（1596）。湯顯祖是一位學識淵博的學

者，蓋在此之前讀過此書稿本或相關著述，下聯二句

實從前引所載化出。澳門為番舶輻湊的港口，諸香匯

集之區。利氏等蓋以從澳門攜來的龍腦香一類的香

料，在供奉天主畫像的祭臺前點燃焚燒，發出縷縷清

香，以增其莊嚴肅穆的氣氛，故湯顯祖對於畫屏之中

籠罩絳紗的天主像，以木心中所含的膏香為喻。從西

洋攜來的天主像，和來自南海和印度的龍腦香，由於

東西方兩位文化名人的相遇，譜成文化交融的樂章。

結　論

澳門在明清時代屬廣州府香山縣，澳門的內港

濠江承流西江水。歷史上澳門與以廣州為中心的廣

府文化和以肇慶為中心的西江文化皆有密切的聯

△座落於肇慶市西江南岸的上青灣天主教堂（見右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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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這是澳門與祖國內地血肉相聯的歷史文化聯繫

的重要組成部分。

明代萬曆初年，利瑪竇等耶穌會士自澳門進入

中國內地傳教，在肇慶創建了僊花寺。利瑪竇等採

用以適應中國的文化環境，調和中國的禮俗思想與

傳播西方科學知識相結合的傳教方法，使天主教在

中國的傳教事業獲得迅速發展。這種實踐實以在肇

慶的傳教活動為始基。當時的葡萄牙擁有東方傳教

的保護權，耶穌會士與羅馬教廷、印度和日本教會

當局的聯絡，也必須通過澳門，由於他們屢次往來

澳門，與因在中國沿海進行殖民活動以致聲名狼

藉，被稱為“番鬼”和“佛郎機”的居澳葡人關係密

切，一再被廣東士紳百姓指控為勾結葡人，圖謀不

軌，這是他們被驅逐出肇慶的主要原因。

萬曆二十年（1592），東西方兩位文化名人湯顯

祖和利瑪竇在肇慶相遇。在這次中西文化的對話

中，利瑪竇這位來自“天竺”的“西僧”，在湯顯祖

面前抨擊佛教，闡揚天主教，使湯顯祖在瞻仰天主

畫像的莊嚴肅穆氣氛中，領略“天竺原無佛”的新

知，而實現中西文化的初次交融。

通過對利瑪竇於萬曆十一年至十七年（1583-

1589）及二十年（1592）在肇慶的傳教活動的剖析，

不但可以進一步瞭解作為明清時代中西文化交流樞

紐的澳門，與祖國內地的歷史文化聯繫；而以肇慶

為中心的西江流域，通過利瑪竇等耶穌會士的傳教

活動，成為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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